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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传统水井的

粪秽污染及市政应对∗
 ①

焦存超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 北京市民仍以井水为主要食水来源。 由于城内

街道饱受人畜粪秽污染及旧式水井距离坑厕、 污水沟太近等， 北京城内的

传统水井普遍受到粪秽的污染， 井水多含有大肠杆菌， 这威胁着北京市民

的健康。 历届北京市政机构对井水卫生多有重视， 如夏秋季节对井水消

毒， 改建和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井， 以及制定规则限制新水井开凿

等。 这些举措虽然有助于改善卫生环境， 遏制肠胃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但

是也存在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问题。 北京市政机构的应对措施并没

有彻底改变井水被粪秽污染的状况， 这暴露出市政机构在由传统向近代的

转变过程中， 治理经验和实践存在不足。
关键词 传统水井 粪秽污染 大肠杆菌 消毒 市政治理

对传统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 井水和河水一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水

来源。 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饮水史近年来成为国内众多学者频频探

讨的话题， 比如胡英泽对历史上北方居民的饮水情况有较为丰富的著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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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多重视角下的晚清至民国中国城市粪秽处理变迁研

究” （项目批准号： 18BZS104） 成果之一。
胡英泽： 《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 陕西、 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

察》， 《近代史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第 55 ～ 78 页； 《凿池而饮： 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

生用水》，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 年第 2 期， 第 63 ～ 77 页； 《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

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 年第 2 期， 第 53 ～ 70 页。



胡勇军①、 张亮②分别对近代杭州及四川主要城市饮用水源的构成及空间差

异性进行了历史梳理和建构。 邱仲麟讨论了明至民国时期为北京市民提供

井水输送服务的送水行业情况。③ 随着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及环境恶化， 井

水和河水受到各种形式的污染， 易引发流行性传染病， 不少学者从医疗社

会史、 公共卫生史视角对饮水污染问题进行研究。 余新忠呈现了清代江南

主要城市的井水和河水污染状况及传统官府的应对举措。④ 李玉尚以霍乱

为例， 对清末以来江南大中小城市的井水和河水污染进行了专门的考证。⑤

杜丽红较早注意到近代北京城内的井水和自来水污染问题， 梳理了自来水

的推广历程，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北京市政机构如何介入饮水卫生的

管理， 但就井水如何受到粪秽污染以及北京市政机构如何处置等问题， 杜

文仍有进一步补充、 细化的空间。⑥ 笔者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 利用北

京市⑦各卫生区事务所年报等史料， 拟对民国时期北京城中传统水井井水

受到粪秽污染的途径和原因， 以及北京市政机构如何处理及治理成效等问

题进行探讨。

一　井水：近代北京城市居民主要的食水来源

从朱棣营建京城起至清末自来水传入之前， 井水一直是北京居民日常

用水的主要来源， “京师未有自来水之先， 以井水为饮”。⑧ 明万历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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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勇军： 《民国时期杭州饮用水源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 ， 《史林》 2017 年第 1 期， 第

31 ～ 41 页。
张亮： 《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第 93 ～ 101 页。
邱仲麟： 《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 （1368 ～ 1937）》， 李孝悌编 《中国的

城市生活》， 新星出版社， 2006， 第 203 ～ 252 页。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清史研究》 2006 年第 2 期， 第 12 ～ 26 页。
李玉尚：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 期， 第 150 ～
160 页。
杜丽红： 《知识、 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第 58 ～ 67 页。
1928 年， 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 简称北平。 1949 年 9 月 27 日， 北平市更名为北

京市。 为便于行文， 除引文和当时专有名称外， 统一以北京称之。
林传甲总纂 《大中华京师地理志》， 中国地学会， 1919， 第 31 页。



（1589） 的进士郑明选曾描绘当时京城居民络绎不绝汲取井水的日常图景：
“京师当天下西北， 平沙千里， 曼衍无水， 其俗多穿井， 盖地势然也。 然

大率地几一里而得一井， 人民数十百家， 挈者肩相轧于旁， 辘轳累累， 旦

暮不绝。”① 及至清季， 仍是 “京师井水……居人率饮之”。② 查慎行的诗

歌亦云： “京师饮汲井。”③ 清末自来水公司的档案也指出， “窃维京师为首

善之区， 饮料乃卫生所重， 地居北部， 气候亢燥， 雨泽稀少……内外城户

口股阗， 生齿繁衍， 一切食用之水， 胥仰给于土井”，④ 又说： “这京城地

方， 人口大约有二十五万多户， 平常饮的、 用的， 都是靠着井水。”⑤ 近代

世居北京的陈鸿年亦说： “北平市的饮水， 都是井水。”⑥ 这种状况导致了

明清时期京师城内 “食井太多……食井之多， 几睹目皆是”。⑦ 据统计， 清

末北京城内共有水井 1228 口。⑧ 由于这些水井分布不均且水质优劣不一，
为了方便市民将井水运至家中， 北京城中存在专门为居民提供有偿运水服

务的送水工。
1908 年 4 月 18 日， 农工商部溥颋等三大臣鉴于 “京师自来水一事，

于卫生、 消防关系最要”， 奏请开办北京自来水业务，⑨ 1910 年 2 月开始向

市民供水。 如果自来水普及， 代替井水成为北京市民食水来源， 对于降低

由粪秽污染井水造成的健康威胁不啻为一大进步。 然而， 由于自来水价高

或居民久已习惯饮用井水等， 自来水在北京的普及一直进展缓慢， 1928 年

至 1937 年的 10 年间， 北京城市中使用自来水者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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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明选 《郑侯升集》 卷 21 《涌金泉碑记》，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第 75 册， 北京出

版社， 2000， 第 395 页。
震钧： 《天咫偶闻》 卷 10 《琐记》，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第 216 页。
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卷 38 《淘渠》，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第 1052 页。
《自来水公司招股启示 （1908 年 7 月）》， 北京市档案馆等编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

（1908 年 ～ 1949 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6， 第 15 页。
《自来水公司售水广告有关文件 （1910 年 1 月）》，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 （1908 年 ～
1949 年）》， 第 61 页。
陈鸿年： 《北平风物》， 九州出版社， 2016， 第 340 页。
《乔辛煐对自来水公司的整理计划 （1934 年）》，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 （1908 年 ～
1949 年）》， 第 163 页。
邱仲麟： 《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 （1368 ～ 1937）》， 李孝悌编 《中国的

城市生活》， 第 215 页。
《农工商部溥颋等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

（1908 年 ～ 1949 年）》， 第 1 页。



10% ， 直到 1938 年才达到 10% ， 即便到 1945 年， 食用自来水者比例亦只

增长到约 37% （见表 1）。

表 1 1928 ～1945 年北京自来水给水统计

单位： 人，%

年份 全市人口 给水人口 普及率

1928 900000 78200 8. 7

1929 919000 82400 9. 0

1930 935000 83500 8. 9

1931 984000 89400 9. 1

1932 1036000 95200 9. 2

1933 1061000 97000 9. 1

1934 1111000 100800 9. 1

1935 1144000 102500 9. 0

1936 1170000 105500 9. 0

1937 1180000 103000 8. 7

1938 1210000 121300 10. 0

1939 1235000 245000 19. 8

1940 1260000 323000 25. 6

1941 1300000 399000 30. 7

1942 1320000 431000 32. 7

1943 1350000 464000 34. 4

1944 1380000 501000 36. 3

1945 1400000 520000 37. 1

  资料来源： 根据 《北平市给水统计表》 改制， 参见 《自来水管理处关于北平自来水事业发展

设想 （1946 年）》，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 （1908 年 ～ 1949 年）》， 第 296 页。

二　民国时期被粪秽污染的北京井水

1911 年， 北京城市人口为 78. 3 万人， 至 1948 年， 增长到 142. 5 万人。①

人口日益增长， 给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带来了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城内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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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寿仙： 《北京人口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第 383 ～ 388 页。



水井受到各种形式的污染， 包括人畜粪秽污染。

（一） “大茅厕”： 北京街道上的人畜粪秽污染

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北京城内地面单位面积需要承载更多废弃物， 其中

包括牲畜活动以及居民不文明行为留下的粪秽。
北京城内街道满地牲畜粪溺之景早在明季就已存在。 万历年间， 谢肇

淛就直陈： “燕都高燥多烦暑， 五六月则赫曦蕴隆， 自旦彻夜， 九衢之交，
驴马与佁， 肩摩踵击， 污潢 〔潢污〕 粪秽， 逆鼻不可耐。”① 及至近代， 仍

复如是， “平时在这种宽阔笔直的长街上， 总是人、 马、 骆驼和骡子穿行

不断”，② 牲畜随地排泄自然难以避免， 而行人也随地便溺， “所有动物和

人类的粪便被泼洒在街上， 成千上万的挑夫、 赶车的、 赶骆驼的和赶驴

的， 每天都在大街上排泄”。③ 明末陈龙正曾毫不讳言地指出， 京师满城粪

秽多是人们随地便溺造成的， “北地粪秽盈路， 京师尤甚， 白日掀裸， 不

避官长， 体统亵越， 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④ 及至近代， 一位来华的

日本僧人毫不客气地批评 “中国人不知廉耻， 白昼路上放屎”， 即便在繁

华的区域， 街道上也不时出现一些粪污， “夫北京茶店、 钱店、 绸缎铺，
皆涂金箔， 金柱金窗、 金额金墙， 烂然炫目， 而路上粪屎累累”。⑤ 民国时

期的档案显示， 北京居民家中孩童在家门口胡同中大便也是造成北京满地

人粪现象的一种恶习， “小儿户外沿路泄粪， 为北平通俗最大之恶臭习惯，
大街上因避警察之注意或不多见， 但胡同中则处处泄粪”。⑥ 再如， “北平

人习惯各住户多令其儿童在门外大便， 以致各胡同粪堆林立， 既于卫生有

碍， 复于观不雅”。⑦ 在来华的日本人看来， 近代京城满地的人畜粪秽，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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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 《小草斋集》 上册卷 10 《莲花庵记》， 江中柱点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234 页。
〔德〕 艾林波、 巴兰德等：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王维江、 吕澍辑译， 福建教育出

版社， 2012， 第 134 页。
〔德〕 艾林波、 巴兰德等：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第 320 页。
陈龙正： 《几亭全书》 卷 13 《学言详记·政事上》， 康熙云书阁刻本。
〔日〕 小栗栖香顶： 《北京纪事·北京纪游》， 陈继东等整理， 中华书局， 2008， 第 130 页。
《建设北平意见书》， 陈乐人主编 《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 （上）， 新华出版社，
2007， 第 18 页。
《刘国增关于市政建设计划条陈》， 陈乐人主编 《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 （上），
第 35 页。



北京臭气熏天， 如同一大茅厕， “大街和胡同的角落、 胡同里的墙边， 到

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 所以走在北京的街上， 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里的

粪便的气味， 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①

由于鲜少清除， 北京街道上满地的人畜粪秽在天晴时极易快速风干碎

化并随风扬尘四起， “天风粪土坌天”。② 明末的俞彦对京师裹挟着风干了

粪便的沙尘印象极为深刻： “长安忆， 最忆是灰尘， 地有寸肤皆着粪， 天

无三日不焚轮， 并作十分春。”③ 民国时期的史学家余协中也指出： “百分

之九十五的马道， 都是污秽不堪。 天晴时， 风与车轮转动得尘土飞扬， 顷

刻之间， 行人的脸上盖满了尘土。 这些乌黑的尘土中， 包含了不少的粪

质， 其有害于一般人之健康，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④ 若遇降雨， 满地的人

畜粪秽则随雨水四处流动， “天雨粪水涨路”，⑤ 或以粪水的形式缓慢渗入

地下土壤中。

（二） 被粪秽污染的井水

大肠杆菌是人畜肠道内常见的一种病菌， 因其在粪便中数量极多， 常

被用作检查水源是否被粪便污染的指标。
1929 年夏， 北京卫生机构对市内的井水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含有大肠

杆菌的水井占比高达 63% ， 此意味着北京城内 60% 左右的水井都受到粪秽

污染， “北平人口百分之八十尚用井水， 故井水之卫生， 尤为重要。 去夏

共检查井水五十四份， 其中百分之六十三， 皆含有大肠杆菌， 换言之， 即

北平水井之大半皆含人之粪便”。⑥ 据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

七年年报》 统计， 1932 年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对辖区内 34 口水井进

行了井水化验， 结果显示， 34 口水井全部含有大肠杆菌。⑦ 1933 年及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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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寻源： 《苍蝇、 井水、 冷饮与北平人肠胃症之关系》， 《医学周刊集》 第 3 卷， 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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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调查同样显示， 该区所有水井水中皆含有大肠杆菌。① 再以北平市第

二卫生区为例， 1935 年的检测数据显示， 区内的 35 口水井， 仅有一口不含

有大肠杆菌， “区内 35 井井水， 施行细菌检验， 前后凡三个月， 共 105 次，
检查所得： 除一机井外， 其余均有大肠菌之含存， 其水质之不纯良， 可见

一斑矣”。② 1935 年全市的调查显示， 85% 的水井受到粪秽污染， “北平市

饮水的来源， 可别为井水与自来水二种， 用井水者约占百分之八十， 据历来

卫生机关的检验， 本市井水结果， 含有大肠菌者即占百分之八五以上”。③

1941 年北京自来水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查市民除饮用自来水者

外， 其他皆赖私营井水之供给， 唯该项水质据化验结果， 杂菌充斥， 易受

传染”， 并指出 “水井……兹经抽查十二所化验结果， 有大肠菌者竟占半

数”。④ 甚至到 1948 年， 井水被污染的情况仍未得到彻底改善， 根据当年

北平市卫生局的报告， “全市用自来水的仅占百分之二十九， 大部分都在

依赖水井。 井内的大肠杆菌已从百分之五十二减至百分之十二点六”。⑤ 虽

然井水中含有大肠杆菌率已由原先的 52% 下降了近 40 个百分点， 但仍有

12. 6% 的含菌率。
北京水井被粪秽污染的情况如此严重， 时人毫不隐讳地形容北京市民

简直在饮 “大便汤”， “说得再明白些， 就是北平市民百分之八十所用的

水， 都被大便沾污了， 或是说， 北平的人多数的多数， 乃是用冲淡的大便

汤做饮料。 这并不是骂人吃人中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⑥

（三） 井水被粪秽污染的原因

民国时期北京的水井主要有传统的旧式水井和新式水井之分。 传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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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多掘地一定深度后用砖瓦或石块一圈又一圈铺砌为井壁而成， 为便于居

民用辘轳和吊桶汲水， 井口直径一般较大且多敞开。 新式水井则钻地而

成， 井身直径较小， 井口多封闭且其上安有轧机， 居民利用轧机手动按压

取水。 在近代北京新旧两种水井中， 广泛受到粪秽污染的多为传统旧式水

井， 污染途径及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 旧式水井井口多无井台、 井盖， 致使地面含有粪秽的尘土、 污

水等通过井口落 （流） 入井水中。 民国时期的 “北平固然有许多井是有井

台井栏高于地面的， 但不 〔也〕 有不少没有井台升栏而与地面成水平状态

的”，① 这些传统水井 “井台构造不良”， 极易导致 “地面不洁之水渗入井

内， 或因中部凹低， 台面污水， 倒流入井”。② 再由于多数旧式水井 “井盖

则完全缺乏”，③ “街衢灰尘杂病菌可随风而落入井中”。④ 如前所述， 北京

路面满地人畜粪秽， 天晴时扬尘四起， 遇雨则会随水四处流动。 如此一

来， 掺杂着粪秽的尘土及污水极易落 （流） 入井口无遮盖或井台构造不良

的水井中， “京城地方， 向来是用井水……都市地方住户是多的， 人家的

秽水跟街上的脏东西都是渗到地里头去的， 又加上旧来的井淘的不得法，
或是井口坏了不知道修理， 到了大风大雨的时候， 甚么脏水秽土一齐都流

到井里去啦！”⑤ 1935 年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调查也证实，
传统水井井口皆无遮盖设施， 导致该区所有公用水井都受到粪秽污染，
“公用饮水井……共计三十五口……惟因各井之构造不良， 缺乏防止地下

与地上沾污之适当设备， 以致所有各井水质， 皆含有大肠菌”。⑥ 第一卫生

区的状况如此， 整个北京城亦然。 1934 年北平市卫生局对全城水井做过一

次调查， 发现大多数水井井口无遮盖， 粪污等极易流入井内， 导致全城水

井几乎都受到粪秽污染， “关于饮水一项， 据云全市百分之八十三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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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饮用井水， 百分之十七饮用自来水， 且又是很坏的井水， 大多数之井

俱无井栏， 故污水、 粪便等易于流入井内。 据云， 某年曾检查过一次全

城的井水， 结果， 其中所含之杂菌多至五六百， 且无一井无大肠菌” 。①

其二， 旧式水井距离坑厕和污水沟太近， 导致坑厕和污水沟中秽水通

过地下沙质土壤渗入井水中。 “ 在中国北部各省， 收容粪便， 多用蹲

坑……就土地面挖成， 极为简陋， 粪便很容易渗入地下， 侵及地下水， 离

饮料水水源过近的地方， 颇多危险。”② 在为数众多的北京传统公共水井

中， 有些位置极不恰当， 紧挨着公共厕所， “北平有不少水井邻近公私厕

坑”。③ 清末来华的甘博曾对北京进行过调查， 其看到 “有几处公用水井的

旁边就是公共厕所”。④ 以第一卫生区为例， 1932 年该区共有公共厕所 34
座， 其中有 24 座公厕距离水井 300 尺 （100 米） 以内， 占该区公厕总数的

70. 6% （见表 2）。 此外， 近代北京城内存在不少污水沟和秽水坑， 这些污

水沟和秽水坑附近亦多有水井。 加上 “北平地质大半含沙， 绝少粘土。 故

其吸水之能力甚大”，⑤ 如果坑厕和污水沟、 秽水坑与水井距离过近， 极易

使厕所粪坑和污水沟、 秽水坑中秽水通过这种具有较强渗水能力的沙质土

壤渗入井水中， “井壁透水， 以致患胃肠传染病者所排泄之物，

表 2 1932 年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公厕环境统计

单位： 所，%

公厕数量 百分比

与井距离 50 尺以内 3 8. 8

与井距离 100 尺以内 5 14. 7

与井距离 200 尺以内 7 20. 6

与井距离 300 尺以内 9 26. 5

总计 24 70. 6

  资料来源： 根据 《本区本年度与上年度各公厕环境卫生状况比较》 一表改制， 参见 《环境卫

生·粪便及秽水沟》， 《北平市卫生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九年年报》 第 9 期， 1934 年，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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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入地下， 上层地下水挟病菌侵入井内”。 总之， 由于 “污水沟或公私厕

所距井过近， 而沟身与粪坑又构造不良， 故使井水污染之机会甚多”。①

1919 ～ 1924 年旅居北京的日本记者丸山昏迷指出， 当时的北京井水多

半受到厕所秽水的污染， “北京的厕所不分新旧， 一律任由污物排到土里

渗透， 这种做法， 自北京城建立以来一直沿袭， 因而很多井水碱味越来越

重”。②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余协中在 1929 年的 《社会学界》 发表了 《北平

的公共卫生》 一文， 对于当时北京城内厕所污染井水的现象亦有所指：
“北平的居民， 有百分之八十是饮井水。 那些井多无盖， 且多有与公共厕

所毗连的。 经微菌学家的查验， 此种井水多污秽不堪。”③ 1934 年， 北平

市卫生局局长方颐积在 《平市十个月来的卫生状况》 中报告了公厕污染井

水的状况， “公厕本为便民便溺之用， 乃以设施不良， 转足为清洁观瞻障

碍， 甚且有接近水井， 至粪便渗入地层， 水质混合， 杂菌为害之烈， 殊非

浅鲜”。④ 1936 年的调查也发现， 北京水井构造较为简陋， 且附近多有厕

所和阴沟， 极易受到粪秽污水的污染， “查本市水井构造向沿旧有方式，
对于防止地上及地下沾污之设备殊多疏略， 且水井位置多傍厕所阴沟， 污

秽尤易侵入， 水质不良关系市民健康至巨”。⑤ 北京城内水井与厕所及秽水

坑近在咫尺的景象让稍有卫生常识的人极为忧心：

安设水井的地方， 要特别的清洁， 附近不得有厕所及下水坑等等

的害源。 可是在北京的水井， 就大相反了， 有一次我曾在某巷经过，
见有很大的一眼水井， 并且多是汲去供饮料用的， 对面就是一个极大

的厕所， 与水井相隔不过一丈有余， 那旁还有一个臭而不可闻的泔

水坑， 地下的泔水、 粪尿水、 井水互相混合在一块儿， 成了一片泥

泞汪洋， 汲水的， 倒泔水的， 出恭解手的， 乱乱哄哄， 挤在一齐，
在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水是从井里边汲出来的， 与厕所茅坑并无一

些相关， 可是要知道， 附近既有害源， 那泔水、 粪尿在这一小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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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以内， 是狠 〔很〕 容易渗透的， 地层再疏松一些， 岂不是等于

直接交通了吗？ 并且在大雨倾盆的时候， 粪尿、 泔水简直的一些也

不客气， 从地面上就全都流到井里头去了， 若是里头不含有病原菌

（恐怕不容易）， 脏不脏的倒也没有大关系， 倘若有伤寒、 霍乱、 赤

痢、 肠炎、 肠寄生虫等， 侵犯消化器传染病的人去大便， 或是泔水

里头含有这种病原体， 一旦混在井水里头， 那一带的人饮了， 岂不

全要受他的传染吗？①

除上述两条主要途径外， 水夫自身不洁， 在汲取井水时， 手上 “秽

物， 沿其所用之绳索及柳罐带入井中” 等，② 也造成了对井水的污染。

三　由井水粪秽污染引发的传染性肠胃病

英国城市学者里德指出： “尽管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经济、 社会和文化

的策源地， 但是在生物学意义上仍是一个坏的概念。 在拥挤的条件下， 疾

病的危险在增长扩散。”③ 对民国时期的北京而言， 人口日益增多无形中带

来了某些传染性疾病暴发的潜在隐患， 尤其是由受粪秽污染的井水引发的

肠胃传染病更是直接威胁着市民的健康。
传统时期的中国人向来注重将水煮沸后饮用， 此举无疑可将水中

的病菌杀灭， 避免肠胃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在中国， 喝茶的普遍习惯

迫使人们把饮用水煮沸， 因此防止了很多肠道疾病” 。④ 但在炎热的夏

季， 人们普遍喜好直接饮用刚从井中汲取出来的冷水， 或者以之清洗瓜果

和餐具， 如此一来， 如果井水被粪秽污染， 水中含有的痢疾杆菌、 霍乱弧

菌等传染性病菌就可能借助井水进入人体， 引发痢疾、 霍乱等肠胃传

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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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痢疾是一种肠胃传染病， 传染源主要是含有痢疾细菌和原虫的粪

便等，① 一旦某地饮水水源中含有痢疾杆菌， 则极易发生痢疾流行， “痢

疾之流行， 尤其是杆菌痢疾， 水更是他的媒介……无论何处， 发现痢疾

流行， 大多因水中含有痢疾杆菌也” 。② 在 1916 年 3 月 12 日颁布的 《传

染病预防条例》 中， 痢疾被北洋政府列为八种传染病之一。③ 此后， 痢

疾一直是民国时期法定的传染病之一，④ 也是北京常见的传染病。 以第

一卫生区为例， 这一区每年有众多因为饮水卫生问题而死的痢疾患者，
“胃肠传染病以饮水为主要之媒介， 查本区内每年死亡于赤痢伤寒者，
为数至巨” 。⑤ 1926 ～ 1933 年的数据显示， 该区每年都有市民罹患痢疾，
且患者人数呈上升趋势 （见表 3） 。 该传染病多发于北京的夏秋季节，
1949 年的统计显示， 5 月至 9 月全市痢疾患者每月都在 100 人以上， 此

时期正是北京市民大量直接饮用、 使用地下井水的时期。 在患者病死率

方面， 当年全市共有患者 986 人， 死亡 273 人， 病死率高达 28% （见表

4） ， 足见被粪秽污染的井水已严重威胁着北京市民的生命安全。 时人杨

济时对此忧心地评论道： “以北平一市说， 一年夏秋之季， 死于肠热症

痢疾的总要以数千计， 得病后而不能从事生利的更是算不清。 患病的多

是青年壮年的国民， 国家经济 上 的 损 失， 民 族 上 的 健 康， 是 何 等

危险。” ⑥

表 3 1926 ～1935 年北平市第一卫生区罹患痢疾病例统计

单位： 人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病例数 12 18 24 241 154 181 418 453 270 192

  资料来源： 根据 《本区历年法定传染病比较》 一表改制， 参见 《传染病管理·传染病报告》，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一年年报》 第 11 期， 1936 年，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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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朱宝忠： 《怎样防治赤痢》，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7， 第 20 页。
刘九如： 《改良饮水井防止肠胃病》， 《大众卫生》 第 1 卷第 3 期， 1935 年， 第 10 ～ 11 页。
《传染病预防条例》， 《司法公报》 第 56 期， 1916 年， 第 59 ～ 64 页。
张泰山： 《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 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8， 第 42 ～ 49 页。
《第二股工作报告·饮水检查》，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七年年报》 第 7 期，
1932 年， 第 30 页。
杨济时： 《天字第一号的肠胃症问题》， 《医学周刊集》 第 3 卷， 1930 年， 第 38 页。



表 4 1949 年北京市痢疾患者病死统计

单位： 人，%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总计

患者 15 13 13 23 112 221 152 197 135 65 24 16 986

死亡 4 4 1 2 24 40 37 58 54 32 12 5 273

病死率 27 31 8 9 21 18 24 29 40 49 50 31 28

  资料来源： 根据 《北京市一九四九年法定传染病统计表》 改制， 参见 《北京市一九四九年法

定传染病统计表》， 《北京市政报》 1949 年第 9 期， 第 35 页。

民国时期， 北京肠胃传染病的死亡率高于同时期西方各国， 时人将其

归咎于苍蝇以及居民在夏季直接饮用或使用了被粪秽污染的井水， “北平

肠胃症之死亡率， 较他文明国有高数倍至数十倍者， 皆因人民不讲求卫生

之所致。 散布肠胃症之媒介不一， 在北平最要者， 即苍蝇、 井水及冷饮是

也……北平有百数十万居民， 其中百分之八十皆用井水， 而此等井水之大

半皆被粪便污染， 北平夏日人民饮冷水或用冷水洗菜及杯盘为一通常习

惯， 故对于北平肠胃症之流行， 井水实难辞其咎也”。① 被粪秽污染的井

水， 时人将其视为危害北京 140 万居民 “幸福之大茅贼”， “北平人口， 约

一百四十万， 其中一百分之八十， 皆用井水， 惟北平水井， 大多数与厕所

相通， 即不然， 其水亦类皆污染不堪， 实为吾人幸福之大茅贼”。②

四　北京市政机构对井水污染的治理

近代以来， 受西方影响， 公用事业及公共卫生逐渐为中国市政机构重

视。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机构认识到， 井水卫生攸关市民健康， “查夏令饮

水关系市民健康至巨， 如水质不洁， 易为胃肠病之传染”。③ 因此， 北京历

届市政机构日益重视市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如前所述，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北京城开始兴办自来水业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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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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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姚寻源： 《苍蝇、 井水、 冷饮与北平人肠胃症之关系》， 《医学周刊集》 第 3 卷， 1930 年，
第 58 页。
钟惠兰： 《水与健康》， 《医学周刊集》 第 2 卷， 1929 年， 第 153 ～ 154 页。
《呈报今夏举行饮水井消毒工作经过情形连同统计表送请鉴核备案由》， 《北平市市政公

报》 第 270 期， 1934 年， 第 34 页。



是由于自来水的普及进程缓慢， 地下井水一直是近代北京居民用水的主要

来源。 在自来水难以普及、 市民习于使用井水的情况下， 为改善井水水

质， 解决粪秽污染井水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 北京市政机构主要采取了对

井水消毒、 加强对水井管理等应对举措。

（一） 对井水消毒

1932 年，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率先对井水进行消毒， 该所

“自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起， 乃采用漂白粉溶液消毒法， 施之于本区各井”。①

且该事务所将对井水消毒作为职责所在， “饮水消毒为环境卫生重要工作

之一， 然非有充分之财力与人力实难臻效， 本所以职责所在， 故不得不勉

力进行。 当本年夏秋二季， 胃肠传染病最易蔓延之时， 乃由本所督察稽查

员等， 择其已经化验而结果杂菌最多， 并含有大肠菌之各水井， 施以漂白

粉消毒”。② 当年，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对区内 8 处污染最严重且含菌最多的

公共水井进行了 63 次消毒 （见表 5）。 此举影响深远， 开创了近代北京市

表 5 1932 年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水井消毒统计

单位： 次

水井位置 消毒次数

苏州胡同 104 号 7

毛厂大院 5 号 12

东裱褙胡同 37 号 7

东厂胡同西口外 4

朝阳门大街 282 号门前 6

东长安街东首 8

史家胡同 29 号甲 7

崇文门大街 298 号 12

总计 63

  资料来源： 根据 《本年度本区各水井消毒次数》 一表改制， 参见 《第二股工作报告·饮水检

查》，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七年年报》 第 7 期， 1932 年，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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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区公用饮水井改良问题之研究》，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

报》 第 10 期， 1935 年， 第 91 页。
《第二股工作报告·消毒井水》，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七年年报》 第 7 期，
1932 年， 第 35 页。



政机构对公共水井消毒的先例。 在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的示范作用

下， 北平市卫生局从 1934 年 5 月 28 日开始， “派稽查十名， 专司井水消

毒”。① 统计数据显示， 当年北平市卫生局共对全市 367 口公共水井进行了

总计 27783 次的消毒工作 （见表 6）。

表 6 1934 年北平市卫生局水井消毒统计表

区别
    

数目
井数 消毒次数 平均每个水井消毒次数

内一 34 3830 112. 6

内二 35 2657 75. 9

内三 49 3400 69. 4

内四 38 3757 98. 9

内五 40 3064 76. 6

内六 26 2125 81. 7

外一 19 1292 68

外二 13 819 63

外三 21 1671 79. 6

外四 31 2418 78

外五 21 1814 86. 4

东郊 8 45 5. 6

西郊 16 768 48

南郊 6 39 6. 5

北郊 10 84 8. 4

总计 367 27783 75. 7

  注： 原表中部分数据计算有误， 笔者进行了订正。
资料来源： 根据 《北平市卫生局二十三年度水井消毒统计》 一表改制， 参见 《呈市政府呈报

今夏举行饮水井消毒工作经过情形连同统计表送请鉴核备案由》， 《北平市市政公报》 第 270 期，
1934 年， 第 35 页。

不仅如此， 北京市政机构还将井水消毒工作形成规章制度， 以确保此

项工作能每年定期进行。 1930 年 3 月 25 日， 市政府公布了 《北平特别市

饮水井取缔规则》， 该规则共 9 条， 内容较为简略， 并没有关于对井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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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第 270 期， 1934 年， 第 34 页。



毒的规定。 1934 年， 市卫生处认为该规则虽行之有年， 但已不合时宜， 建

议市政府重新修订， “案据本府卫生处呈以本市饮水井取缔规则施行已久，
久闻有不尽适用之处， 拟即修正”。① 该年 4 月 11 日， 市政府第 218 次市

政会议通过了修正案， 即 《修正北平市饮水井取缔规则》， 该规则共 19
条， 其中第 13 条规定： “井主或使用者应遵照卫生局规定消毒办法使用消

毒药剂。”② 按照条款要求， 私人对其所有水井进行消毒并无多大困难， 但

要求众多使用公共水井的市民履行其对井水消毒之责， 则困难重重。 因

此， 公共水井消毒的职责只能由北京卫生机构履行， 比如北平市卫生局第

一卫生区事务所 “每年夏季分派稽查警赴各井用漂白粉消毒……借免疾病

之传染”。③ 消毒工作主要由事务所派专人在夏秋两季进行， 每天每井消毒

一次， “水井消毒工作仍照常举办， 自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 每日每井

由本所稽查警消毒一次”。④ 后考虑到 “惟井水消毒之有效时间， 通常不能

过三小时， 每日每井消毒一次， 似嫌不足”，⑤ 决定从 1935 年开始， 每日

每井消毒两次， “自本年度八月始， 乃改为每日每井消毒二次”， 其中 “第

一次于上午六时由本所稽查员警行之”， 第二次则由私有水井井主在卫生

事务所稽查员警监督下 “于下午十二时半由井主自行消毒”。⑥

水质检验结果证明， 北京市政机构对井水消毒的举措， 有效改善了水

井的水质和卫生情况， “根据细菌检验结果， 本年度各井水质已较往昔稍

好”。⑦ 公共水井井水卫生的改善， 有助于遏制痢疾等肠胃传染性疾病的流

行， 故当时北平市卫生局局长方颐积在呈送市长的报告中指出， 1934 年北

京之所以没有暴发较大规模的肠胃传染病， 主要归功于对全市公共水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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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市参议会咨送修正北平市饮水井取缔规则请审议见复由》， 《北平市市政公报》 第 245
期， 1934 年，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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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饮水管理》，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 第 10 期， 1935
年， 第 29 页。
《环境卫生·饮水管理》，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 第 10 期， 1935
年， 第 29 ～ 30 页。
《环境卫生·饮水管理》，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 第 10 期，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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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消毒， “默察本市今夏得无胃肠传染病之剧烈流行， 似与井水消毒之

施行不无关系”。① 1935 年， 市卫生局在年度总结中也指出， 这一年夏季

全市罹患痢疾的患者减少， 有赖于卫生局对井水的消毒工作， “按饮料与

市民生命关系， 至为密切， 势在必须注意。 本局每日派员四出， 持氯气

溶， 按照定量， 实行井水消毒工作。 实行以来， 颇见成效， 今岁夏季， 痢

疫减少， 不无与此有关”。②

（二） 加强水井的管理

用漂白粉和氯液对公共水井消毒固然有一定成效， 但在北京卫生机构

看来， “此种消毒方法仅为消极之办法”。 此项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 “井水常时流动， 加之不断汲取， 氯液消毒其有效时间， 殊难

长久， 通常不能过三小时”。 如前所述， 虽然卫生机构采取了每日消毒两

次的补救措施， 但两次消毒有效时长仅 6 小时， 每日仍有较长时间使井水

处于被污染的危险中， 且 “经检验之结果， 各井水仍有大肠菌存在”。 就

此而言， “此种水井消毒方法……以之救急则可， 以之管理水井则不可”。③

因此， 就连卫生机构也不得不承认， “井水消毒本非根本改善水质之办

法”。④ 如前所述， 虽然北京自来水公司早在 1910 年 2 月就向市民供水，
但价格过高及 “市民饮用井水已相沿成习” 等，⑤ 致使自来水普及进程极

为缓慢， 绝大多数市民还是倾向于以井水为食水来源。 在此情形下， 为有

效解决井水卫生问题， 北京市政机构采取了改建、 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传统水井， 以及加强对新凿水井的管理等举措。
1. 改建及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传统水井

如前所述， 北京旧式水井被粪秽污染的原因主要是距离坑厕太近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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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多无井台、 井盖设施。 针对这种情况， 在 1934 年修正饮水井取缔规则

后， 北平市卫生局针对全市 “旧有营业水井， 如现状构造不合， 而其环境

尚非过劣者， 统一限定期间， 督促改成标准水井。 至低限度， 亦须将防止

地上治污之各项设备， 如加做合法井台、 井口加盖”。① 以第一卫生区为

例， 该区事务所从 1932 年开始对辖区内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井进行改建，
1933 年改建水井 1 座，② 1934 年改建 7 座， 1935 年改建 11 座。③ 1935 年，
北平市卫生局第二卫生区对改建后的井水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对旧式水井

的改建确实可以有效改善井水中含大肠杆菌的状况， “市内二区全数旧式

辘辘饮水井， 经该市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完全改善为轧机饮水井， 就屡次水

质细菌检查之结果： 已绝无大肠菌证明， 而成为安全饮料水矣”。④

此外， 针对不符合卫生标准之旧式水井， 在经改建等措施仍无法有效

改善水质的情况下， 则采取封闭水井的措施。 1930 年的 《北平特别市饮水

井取缔规则》 第 6 条以及 1934 年的 《修正北平市饮水井取缔规则》 第 14
条皆规定， 在经市政机构化验水质确定不符合卫生标准且无法改善时， 须

对水井进行封闭或改凿。 1934 年修正饮水井取缔规则后， 市卫生局对全市

“旧有营业水井， 查其环境绝对不良， 无法改善， 即以特制之盖加以封

闭”。⑤ 以第一卫生区为例， 该卫生区事务所在 1932 年 “改建一处， 添建

二处， 废弃二处”。⑥ 然检索民国时期北京相关文献， 在取缔不符合卫生标

准水井方面， 工作进展不大。
2. 加强对新凿水井的管理

“北京用水大抵为硬水， 多带咸味， 非深挖井则难得优质之井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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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较好口感的饮水水源，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有日本人在北京城内用新

法凿井， 井水水质较旧式水井更佳， 一时影响颇大， “清光绪庚子年间，
有一日本人在东四十二条西口用新法凿井， 较天然之甜水井尤佳， 且随处

皆可开凿， 于是洋井之风大开， 日人包凿洋井， 颇获厚利， 而凿井新法亦

遂流传于市内”。 需要提及的是， 日人引进的凿井法之所以新， 主要是由

于凿井者 “凿穴安管以及考验地底之砂层、 泥层诸方， 无不深悉”。① 故用

新法所凿之井井水的口感比旧井甘甜， 比如采用新法开凿的 “共和井”，
为 “第五派出所凿机器井， 极甘洌”。② 由于日人用新法凿井获利颇丰， 北

京市内涌现了一批用新法凿井的商人， 他们在市内为市民有偿广凿私有新

井， “市内以新法凿井为业者渐盛， 井商所开之井亦日多”。③ 在此情况下，
市内新式水井数量渐趋增加， 据北京自来水公司统计， 1945 年北京城内共

有各类水井 4500 余座， 其中私人所属水井高达 3600 多座， “京市市民习用

井水， 城内计有营业井三百九十余座， 私有井三千六百余座， 官公井五百

六十余座， 三项合计四千五百余座之多”。④

无论是 1930 年市政府颁布的 《北平特别市饮水井取缔规则》， 还是

1934 年修正后的 《修正北平市饮水井取缔规则》， 虽冠以 “饮水井取缔”
之名， 但实则只有一条条款明确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井进行取缔， 其余

条款多是对新凿水井的规定。 以 《修正北平市饮水井取缔规则》 为例， 该

规则明确要求在北京市内开凿水井者必须按照规则办理， 且凿井者在取得

相关市政机构的批准后方能动工， 尤其要求新凿水井必须远离厕所 50 米以

上。 此外， 规则还对新开凿水井的位置和构造做了详细规定， 比如要求井

口或井台须高出地面至少半米， 还要求井口要有坚固严密的井盖。 新井

竣工后， 经工务局和卫生局检查并检测水质并无大肠杆菌后， 方准使用。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与其说这部规则是关于 “饮水井取缔” 的规则，
倒不如说是关于 “开凿新水井” 的规则。 大幅度修正后的规则表明， 市

政府充分认识到旧式水井带来的粪秽污染问题， 希冀新井能杜绝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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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欲开凿新水井的市民来说， 若按照 1934 年修正后的规则办理， 不仅

开凿新井成本极大， 且手续烦琐， 限制极多。 市政府为何对开凿新井做

出如此严格的规定？ 1934 年市政府修正规则表面上看是为了加强对新凿

水井的管理， 实际上主要目的是限制开凿新井， 以此减少水井的数量，
进而普及自来水。 在修正规则时， 一份文件透露了市政府此举的真实

目的：

查本市饮水井， 率皆旧时穿打， 陈陈相因， 设备亦多不良， 原有

取缔规则， 未能澈 〔彻〕 底施行， 现经按照本市情形， 重行修订， 咨

请内政部核准公布， 其规则主要之点， 除使水井构造适于本市环境

外， 并于新凿水井， 加以限制， 以便促进自来水之发展……意在营业

水井逐渐减少， 以冀自来水之供给， 趋于普及。①

在当年的行政纪要中， 市政府也直接道出了限制开凿新井的目的：

本市人口日繁， 而自来水供给区及数量， 迄未增加， 推厥原因，
不外自来水厂本身业务， 未能努力随时进展， 而城内私有水井任意添

建， 实为莫大障碍。 除饬处会同社会局督促水厂改良， 以期发展外，
一面严格限制添建水井。 诚以本市水井构造， 向沿旧有方式， 对于防

止地上及地下沾污之设备， 殊多疏略， 且本市人烟稠密， 厕所阴沟甚

多， 凿井地址， 亦难获适宜处所， 迭经卫生处检验本市水井， 几无时

不有大肠菌之存在， 其影响市民健康， 实非浅鲜， 故对于新凿水井，
不得不予以严格限制， 如有损害市容与妨碍交通， 及不合卫生条件

者， 即一律禁止开凿。②

如上文所述， 1934 年北京城内共有水井 4500 余座， 数量之多， 北京

自来水公司将之归 “为北京自来水难以发展之主因”。③ 市政府此举虽立意

良善， 然而一个极为尴尬的问题是， 民国时期， 北京自来水水质亦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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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肠杆菌及其他污染问题，① “本市自来水……经历年化验水样结果统

计， 十之八九均含有大肠杆菌”，② 加上较高的水价， 一直饱受市民诟病，
“北京自来水危险至大， 无怪市民攻击之也”。③ 因此， 市政府采取的诸如

对井水消毒、 改建及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传统水井等举措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市民的饮水条件， 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北京市政机构寄希望于

限制开凿新井以促使市民改用自来水， 解决北京井水卫生问题， 但是自来

水本身也存在问题。 如此顾此失彼， 凸显了市政府对攸关市民饮水卫生的

治理似乎是病急乱投医。

余　论

作为明清王朝的首善之区， 北京城首先呈现给世人的无疑是街市繁

华、 人烟稠密之盛景， 但满地人畜粪秽也是彼时北京一直存在的日常另类

图景。 由于传统旧式水井构造简单， 距离厕所、 污水沟及秽水坑位置太

近， 卫生防护不力等， 人畜粪秽中的大肠杆菌通过灰尘、 污水及地下水渗

透， 对北京的水井造成了广泛污染。 然传统时期的中国 “历朝卫生行政大

抵趋重于内廷之供奉……州县虽设官医局仅施诊而已”，④ 即便是贵为明清

帝都的北京城， 对于环境卫生的管理也仅由六部之一的工部街道厅及五城

兵马司兼署， 无专门管理机构， “工部之街道厅及五城禁兵， 虽有清理街

道之事， 而于卫生相去甚远”，⑤ 更遑论对井水卫生的关注和整治。
及至近代， 北京满地粪秽之景依如昔日， 井水依旧备受粪秽之污染。

对以井水为主要饮水来源的北京市民而言， 不仅面临着每日饮用含有大肠

杆菌井水的危险， 在健康方面也遭受着痢疾等肠胃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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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的北京市政机构重视攸关市民饮水安全的井水卫生问题， 并通过对

水质进行科学检测， 发现井水饱受粪秽污染之问题， 采取对井水消毒、 改

建和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旧式水井等诸多针对性举措。 然而， 在处置井

水遭受粪秽污染问题的过程中， 北京市政机构的举措也存在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问题， 尤其是煞费苦心地限制市民开凿新井以变相强制居民

使用自来水， 忽略了民国时期北京自来水亦一直饱受大肠杆菌污染的客观

事实。 民国北京市政机构为解决井水卫生问题的努力， 反映出 20 世纪上半

叶北京市政机构由传统向近代治理的转变， 同时也暴露出在转变过程中市

政机构治理经验和实践存在的不足， 更折射出处在大变革时代中的北京市

民在追求饮水卫生道路上步履蹒跚。

作者： 焦存超， 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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